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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政策意涵 

第一節   結論 

自從中國在 1978 年開始經濟改革後，外商直接投資就一直扮演著促

進經濟成長的重要角色。1992 年鄧小平南巡，宣布將堅持中國的改革開放

政策後，外商直接投資開始大量流入中國。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探

究當外商直接投資開始大量進入中國後，以北京、上海以及廣東為例，分

析影響世界各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因素。 

本文利用十個國家（地區）在 1993 年至 2003 年期間的資料，採用固

定效果模型與隨機效果模型分別為北京、上海與廣東進行估計。結果顯示

影響外商直接投資北京、上海與廣東的決定因素中，顯著的變數有相對工

資率、對中國貿易依存度、相對匯率以及相對借貸成本。其中，相對工資

率在北京估計結果為負向關係，表示在模型估計期間赴北京投資者，多為

工資率和技術水準與北京差距相對較大的國家。 

對中國貿易依存度在上海的估計結果為正相關，表示與上海貿易往來

越頻繁的國家，對上海的投資越多。相對匯率在上海的估計結果為負相

關，表示地主國的貨幣相對於投資國升值時，將會增加對地主國的外商直

接投資。相對借貸成本在北京與廣東的估計結果為正相關，表示當中國的

借貸利率相對越高，或是投資國國內的借款利率相對越低時，外商對北京

與廣東的直接投資便會越多。而其餘的變數，如相對國內生產毛額、相對

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和相對國家風險等皆不顯著，反映了其皆非外商直接投

資中國北京、上海與廣東時所考量的決定因素。 

其次，廣東經由固定效果模型之估計，將使實證資料來源中的十個國

家（地區）分別產生個別的固定效果與時間效果。固定效果顯著的國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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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在沒有特定因素的影響之下，特別喜歡直接投資廣東。1995 年與 1996

年的時間效果顯著為顯著正相關，表示廣東的外商直接投資顯著的增加，

可以推論自 1992 年鄧小平南巡後外商投資投資的幅度逐漸加快。而 2002

年與 2003 年的時間效果為顯著負相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金額顯著的減

少，原因在於中國面對經濟景氣過熱時採取宏觀調控的政策，間接使得外

資的投資金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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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意涵 

台商赴中國投資，對台灣經濟、產業的發展為何？是各界非常關切的

課題。理論上，海外投資對母國經濟的影響有正面亦有負面的，最終的淨

效果到底為何，並沒有一定的結論，主要取決於投資行為的動機。具體而

言，如果一國對外投資的目的，是在將國內已不具比較利益的產業移到海

外去生產，或為利用海外廉價勞工、原料或其他生產資源、或是為了避免

貿易障礙、接近消費市場，而將國內部份生產活動移往海外投資，則對外

投資與國內投資兩者之間具有競替關係。這種海外投資行為造成國內資本

形成減緩，短期內當然有減少就業機會之效果，而且隨著時間的演進，國

內資本形成的減少，將不利於國內技術進步，甚至會侵蝕本國產品對外競

爭能力，長期而言，對國內就業機會之創造亦相當不利。 

然而，如果一國對外投資的目的，主要是在蒐集商情、取得稀有資源、

擴大行銷、建立產銷作業、垂直整合體系，或者在海外投資是為了開發新

產品，並非只將生產基地轉移至國外，以替代國內的生產時，則對外投資

並不一定會減少國內資本形成。果真如此，那麼對外投資並不會對國內就

業水準有太大的負面影響，甚至由於廠商對外投資，對國內機械設備、原

料及中間財貨的需求增加，對於國內就業水準反而具有正面作用。 

對外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可以分從兩個角度探討，一是海外

投資是否將增加或減少產業內競爭。依相關的研究指出，對外投資主要建

立在市場不完全性上面，例如，產品差異化、特定技術之掌握、原材料或

天然資源之控制等，而海外投資的結果有擴大廠商市場獨佔力量，減少產

業內競爭的傾向。另一則是對外投資之增加是否會造成國內反工業化

（deindustrialization），也就是說造成製造業在國內經濟中的重要性逐漸降

低，對外競爭力逐漸減弱。一般而言，不管從總體層面或從個體層面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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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產業結構中服務業部門相對於製造業的比重逐漸增加，在長期間勢必

會出現。 

此外，台商到中國投資，當地化的趨勢非常明顯，究其原因，除了企

業本身經營策略之考量外，同時也受到中國相關政策和措施的影響。譬

如，近年來中國鼓勵外商企業擴大在中國國內採購，凡採購國產設備者，

可全額退還增值稅，並可按有關規定抵免企業所得稅。又如在《中外合資

經營企業法》等法規中有關國產化的要求，以及不成文的內銷比例限制、

金融體系對外商的融資態度等方面的改變，都直接或間接影響台商在中國

經營當地化的選擇。 

台灣廠商赴中國投資當地化程度不斷提高，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有利有

弊。譬如，主要機器設備及其零件配件、原材料和半成品等之採購，當地

化程度提高，可能會使兩岸產業的整合程度降低，由投資帶動的出口擴張

效果和兩岸垂直分工架構減弱。至於市場行銷和周轉資金的籌措與取得，

當地化程度提高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企業國際化經營，對台灣經濟而言應是

利大於弊。 

由於近年來台灣經濟環境發生劇烈變化，傳統勞力密集加工型產業的

比較利益逐漸喪失，面對國際市場強烈競爭壓力，其在國內生產逐漸萎縮

乃係自然的調整過程。換言之，這些產業若不到中國（或海外）投資，續

留台灣，長期間在物競天擇的規律下，仍難逃被淘汰的命運。因此，我們

應關注的不是短期內對中國投資有多大程度替代在台灣投資，而是長期間

對中國投資是否與台灣產業升級相輔相成。 

台灣著名的民間工商團體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簡稱「電電

公會」），連續第五年對中國各地投資環境及台商所重視的投資問題作評

估。在 2004 年所發行之《兩力兩度見商機：2004 年中國大陸地區投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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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風險調查》中，依據競爭力、環境力以及風險度、推薦度等四個方面

的綜合評估，對中國 115 個市（區）進行評估排名，並對其中 65 個進行

風險度與競爭力的評比。其調查重點分述如下： 

一、華北將成未來投資熱點： 

受到外資投資比例逐漸北移、環渤海經濟圈逐漸形成，以及 2008 年

北京奧運等有利因素影響，華北地區超過華東地區，躍居為最具競爭力的

地區。 

二、華東地區仍是最佳投資地： 

主要原因是華東地區具有雄厚的經濟基礎、高素質的人力資源和開放

的市場經濟管理。 

三、上海領銜最具競爭力城市： 

上海、北京、廣州仍然是最具競爭力的城市，但卻不是台商推薦的投

資進駐城市。台商推薦的投資城市（區）落點在總體競爭力 B 級、C 級的

組別，如杭州蕭山、徐州、揚州、無錫江陰、成都等，同樣的它們也是投

資風險最低的城市，凸顯台商追求成本降低的必然要求。城市競爭力評比

的標準包含區域的經濟實力、進出口優勢、人力資源、產業聚集度、金融

資源以及政府效率等因素。根據各項調查顯示，上海躍升為中國總體競爭

力最高的城市，其次為北京，而 2003 年最具競爭力的廣州，則落到第三

名。 

四、台商對中國不滿意的環境項目： 

當地資金融資不便利、當地利潤匯出不便利、當地金融機構國際化程

度、當地解決糾紛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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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政府希望企業「根留台灣」，以因應持續到中國投資熱潮。

其積極的做法，應是營造一個能與中國北京、上海或廣東等地條件不相上

下的區域投資環境，以吸引世界各國至台灣投資，進而增加及提升台灣的

經濟地位，消極來說，則是應鼓勵台商赴中國投資時，擇較有競爭優勢的

區域進行投資，不應只是一昧的追求一時的低成本，而放棄產業未來前景

的優勢，故在政策上的思維應積極落實下列各項： 

（一）政府應採各種政策強化廠商既有的競爭優勢及基礎。例如：製

造產能與供貨的掌握、全球接單的整合能力、相對完整的產業群聚與支持

度、與先進國家原創性創新活動互補之產品後段設計製造能力、企業管理

效率等方面的優勢條件。政府可以積極施政的方向，舉其重要者如：強化

台灣為國際採購中心的角色、強化廠商建構整合能力的基礎環境、強化廠

商策略經營與資本市場豐沛資源的加成效果、協助廠商運用兩岸互補性資

源建構整合優勢的策略效果等； 

（二）合理規範企業赴中國投資，成熟型、量產型產品宜適當放寬； 

（三）重新研擬兩岸科技交流策略，使台灣廠商能自由運用中國資

源，與國際大廠競爭； 

（四）建立充足的誘因：明確而具體的產業政策，以經濟誘因鼓勵廠

商從事關鍵零組件及新產品之研發，創建產業新的成長動力； 

（五）提升企業界的信心：改善投資環境與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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